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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中期美国联邦政府
对空气污染控制的干预与强化

金 　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６）

摘　要：２０世纪中期，美国在空气污染控制方面经历了一个联邦政府干预不断扩大的过程。最初，人们将空气

污染视为地方问题，治理空气污染被认为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职权。由于地方利益的不同，地方政府治理空气污染

面临诸多困难。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美国联邦政府开始介入空气污染控制问题，并一直和地方政府及工业集团的

利益进行博弈，并于１９６７年通过了《空气质量法》，扩大了联邦政府对空气污染控制的干预权力。１９７０年，尼克松

政府通过《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联邦政府对空气污染控制的干预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府干预的扩大与

人们对空气污染问题性质以及环保目标重要程度的认识密切相关。空气污染成为全国性问题，环境保护成为独立

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这是联邦政府在空气污染控制领域有效扩大干预行动的前提。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联邦

政府干预的不断加强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美国空气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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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空

气污染日益成为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空气具有

流动性强的特征，仅靠企业或私人的行动治理污染很难取得

成效，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解决空气

污染问题方面，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在空气污

染控制领域不断加强干预，取得较大成效。在这个问题上，

目前国内学者研究仍然较少①。本文拟对２０世纪５０～７０
年代美国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联邦政府干预程度不断扩大

的历史进程做一个大致分析。

一、联邦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但由此也导致

了工厂和汽车废气排放的增加，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

题。传统上人们将治理空气污染视为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

可是空气的流动性导致地方政府的措施往往无法有效应对

空气污染问题，通过联邦政府的干预，统一治理空气污染的

必要性日益显著，并迫使人们采取相应措施。

１９４５～１９６０年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哈佛大学经济

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所说的“丰裕社会”。工业的巨大

增长是支撑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支柱，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

的空气污染。据统计，１９４６～１９７０年，美国非耐用品的生产

增长了３倍，化工生产增长了６倍，铝制品增长了４倍，橡胶

·６２·

① 我国环境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

上干预日益加强的问题，但对于美国是如何从地方政府介入扩大到
联邦政府干预这个过程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外学者的研究
成果中，斯考特·汉密尔顿·杜威的《不要呼吸空气：空气污染与美
国环境政治》（Ｓｃｏｔｔ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Ｄｅｗｅｙ，Ｄｏｎ’ｔ　Ｂｒｅａｔｈｅ　ｔｈｅ　Ａｉｒ：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４５～１９７０．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一书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空
气污染的治理措施，较好地分析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美国各级政
府与企业和私人之间的关系。罗伯特·Ｍ．柯林斯的《追求更多：战
后美国经济增长中的政治学》（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ｏｌｌｉｎｓ，Ｍｏｒ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则探讨了战后美国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向追求经济增长与环
境保护之间平衡发展的转变过程。因杜·戈克兰尼的《清洁空气：与
空气污染作战的真实故事》（Ｉｎｄｕｒ　Ｇｏｋｌａｎｙ，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ｉｒ：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ａ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９９）详细讲
述了美国各级政府机构与民间团体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的努力。



塑料增长了将近５倍。与之而来的，则是工厂排放出的废气

迅速增加，甚至已经危及到人民的生命。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６
日到３１日，宾夕法尼亚州的多拉诺小镇当地的钢厂与锌加

工厂排放的废气在三天之内就造成了２０多人死亡，在五天

的逆温气象条件过去之后，死亡总人数达到了７０多人［１］。

对于经过“丰裕社会”，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开始日益

追求生活质量的美国人来说，空气污染越来越成为他们所关

心的问题，一些观点激进的环保主义者甚至将经济发展放到

了环境保护的对立面上。１９７０年尼克松总统设立的国家目

标研究小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ｆｆ，ＮＧＲＳ）７月４日

的报告就反映了人们的这种思想变化。它声称：“在（以前

的）那些年代中，从工厂的烟囱里冒出的黑烟是一种令人放

心的迹象。然而，现在看来，我们把一系列过于狭窄的目标

推行得太久了。”［２］

造成空气污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社会郊区化的

发展。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正是美国郊区进入爆炸式发展阶段

的时期。这１０年里，美国的郊区人口增长了１９００万，增长

率达到４８．６％。而相比之下，中心城区的人口只增长了６３０
万，增长率仅为１０．７％［３］。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已经有四分

之一的美国人在郊区购买了住房。郊区居住人口的迅速增

加使如何处理垃圾也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郊区每年

产生数百万吨垃圾。为了处理这些垃圾，最常用的做法是把

垃圾堆放在露天的垃圾站或者在焚烧炉里烧掉它们。但是

露天堆放垃圾会造成病菌扩散，而焚烧垃圾排出的废气则会

污染空气。从环保角度来看最清洁的做法是掩埋垃圾，可是

这种做法需要花费巨额资金，所以很少被采用。

造成空气污染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汽车数量的增加。

１９４５～１９６０年，美国拥有汽车的人数增加了１３３％。到了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中产阶级的标准已经变成了拥有两辆汽车。

但是这个时期，美国的汽车在设计和生产方面都还没有考虑

减少废气排放的问题。所以很快，汽车数量的增加导致车排

废气严重污染了空气，其中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碳和一氧化

硫在空气中的含量已经达到了危害人们健康的水平。

美国很早就开始了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但因为最初人

们将空气污染主要视为地方问题，因此治理空气污染也就被

认为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在地方政府采取的治

理空气污染措施中，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县最为典型。该

县曾经是美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１９４７年１０月，

洛杉矶县议会通过决议，成立洛杉矶县空气污染管理区（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ＡＰＣＤ），统一

管理该县下属各城镇现有的全部空气污染控制计划。该机

构成立５年之内，共采取了２７９５８项控制空气污染的措施，

向各污染源发出了１４１９０项暂停和终止的命令。在它提出

的７８１８项要求安装污染控制设备的命令中，有７３２０项获得

通过，只有４９８项遭到拒绝［４］。１９５５年６月２２日，洛杉矶县

空气污染管理区确立了空气污染危险程度的标准，并随之建

立起了警报系统。在此基础上，洛杉矶县议会于１９５８年通

过了“第６２条规章”，要求在每年５月１日到１０月１日这段

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日子里，该地区所有以蒸汽为动力的工厂

都必须使用更清洁的天然气代替虽然便宜但污染严重的液

化石油作为燃料。

洛杉矶县的这一系列努力很快就取得了效果。１９５１
年，洛杉矶县内的所有铁砂铸造厂和使用平炉炼钢的钢铁厂

都被迫安装污染控制设备。１９５２年，洛杉矶县开始采取各

种措施禁止露天焚烧垃圾。１９５７年，在家庭后院焚烧垃圾

的做法也遭到禁止。这样，焚烧垃圾排放的废气污染问题就

得到了解决。根据洛杉矶县空气污染管理区官员们的说法，

这些措施使每天排放到空气中的污染物减少了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吨。在烟尘污染严重的季节里，空气污染三级警报的次数从

１９５５年的１５次下降到１９５７年的１次（根据洛杉矶县空气污

染管理区的标准，空气污染三级警报指的是大气中一氧化碳

含量超过万分之三，一氧化硫或一氧化二氮的含量超过十万

分之一，臭氧含量达到百万分之一点五的标准，在这种情况

下人的生命将真正受到威胁）。东部和中西部各州空气污染

的典型特征———煤烟和黑灰———已经几乎完全从洛杉矶县

消失。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洛杉矶县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治理

空气污染最成功的典范。因此，洛杉矶县空气污染管理区的

官员们骄傲地宣称：“洛杉矶县空气污染管理区完成了它的

所有任务———除了汽车废气排放之外。”［５］

洛杉矶县空气污染管理区的官员们在夸耀他们取得的

成绩的同时，也暗示了地方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存在着

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汽车废气排放方面表现得

最为明显。因为大气具有极强的流动性特征，任何一个地方

政府都无法将本地区的空气与其他地区隔离开。只要没有

一个全国性政府的统一协调，单个地方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

方面的成就往往会由于其他地区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的滞

后而受到削弱，甚至化为泡影。仍以洛杉矶地区为例，洛杉

矶县空气污染管理区通过一系列措施减少的每日污染物排

放数量只占总量的１／４，在剩下３／４的空气污染物中，８０％

～９０％都是外来车辆造成的［６］。而管理流动车辆则超出了

地方政府的权限范围。因此在解决汽车废气排放问题上，洛

杉矶县空气污染管理区的官员们显得束手无策。

美国不同地区在环保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各不相同，也进

一步凸显了通过地方政府的行动来治理环境问题所面临的

困难。这种态度差异与各地的支柱性产业不同有直接的关

系。美国环境史学家塞缪尔·Ｐ．海斯通过考察美国国会的

投票记录发现：“表现出最强大的环境价值观的地区是新英

格兰、纽约以及中大西洋沿岸各州中的新泽西州、南部的佛

罗里达州、大湖区各州中的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

州、以及太平洋沿岸的３个州。而环境价值观表现得最软弱

无力的则是西海岸各州中的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从

达科他往南到得克萨斯的平原各州、以及落基山脉各州。”［７］

这就表明，那些以新兴产业部门———如旅游、信息和服务

业———作为经济基础的州，往往较为支持环保措施，而以传

统工农业部门为经济基础的州，则对环保表现出不那么支持

乃至反对的态度。

·７２·



美国不同地区在环保问题上的态度差异，常常导致地方

政府的环保努力化为泡影。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纽约

州和新泽西州在跨州空气污染治理问题上进行的长期争吵。

尽管纽约州做出了巨大努力改善空气质量，并且在１９６８年

将纽约大都市区建成美国第二个国家级空气污染管理区，但

是附近新泽西州的工厂排放出的废气仍然严重损害了纽约

的空气质量。纽约州试图要求新泽西州制定更加严格的法

律来控制空气污染，遭到了当地工业利益集团的顽固抵制。

最终纽约市长候选人诺曼·梅勒无奈地表示：“结束烟雾的

唯一方法就是让市民们拿起武器，登上军舰，前往新泽西炸

毁那里所有的工厂。”［８］这种状况使美国人渐渐认识到，如果

没有中央政府统一协调和控制不同地方利益、企业利益和个

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仅仅通过地方政府的行动是很难有效改

善美国空气质量的。正如匹兹堡的一个企业家所说的那样：

“除非实施统一的法律，否则我们就不能使环境有所改善。

如果我企图纠正我的工厂所存在的污染问题，而我的对手却

没有这样做，那么他的公司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因此，

为了对我的股民们公平起见，我不能首先采取（控制污染的）

行动。”［９］这样，联邦政府介入空气污染控制领域就势在必行

了。

二、联邦政府开始介入空气污染控制
地方政府在控制空气污染上的局限性使联邦政府在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始介入空气污染控制问题，并且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但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关于联邦和州与地方分

权的观念在美国社会上仍占主流地位，强调对于地方性问

题，联邦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这就使联邦政府在很长时期

内无法获得有效干预空气污染控制问题的权力和工具，从而

限制了联邦政府干预的效果。

联邦干预的第一个行动就是１９５５年美国国会通过的

《清洁空气法》。该法案虽然强调控制空气污染的责任应该

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但也规定联邦政府将为科研和技

术开发提供５００万美元的拨款。新任总统肯尼迪对这个问

题持更加积极的态度。他在１９６１年宣称：“现在我们需要一

个有效的联邦空气污染控制法案。”在肯尼迪的推动下，国会

众议院商业委员会下属的交通安全小组委员会（后来改名为

众议院健康与安全小组委员会）定期举行的听证会上已经开

始讨论汽车废气排放和空气污染问题了。１９６２年，美国市

长会议、美国市政协会和全国县协会组成了一个院外活动集

团，呼吁扩大联邦政府对空气污染控制问题的干预。１９６３
年《清洁空气法》就是在他们所起草的建议基础上通过的。

１９６３年的《清洁空气法》与１９５５年的《清洁空气法》相

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首先，该法

案永久有效，而不必到期之后需要国会重新授权。其次，联

邦政府获得了向州和地方的空气污染控制机构拨款的权力，

从而拥有了对州和地方政府施加影响的手段。第三，根据这

项法案，联邦政府不仅有权鼓励开发减少汽车废气的装置和

技术，而且还有责任定期向国会汇报进展情况。最后，该法

案还要求制定全国统一的空气质量标准，这个任务交给健

康、教育和福利部负责。

但是，传统的联邦与州和地方分权的思想仍然极大地限

制了联邦政府干预空气污染控制问题的权力。这一点在

１９６３年的《清洁空气法》中也同样体现出来。根据该法案，

联邦政府只有在州长提出要求的前提下，经过一系列复杂的

程序之后，才能对空气污染问题进行调查，并且向州和地方

政府提出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实际上除了拨款之外，联邦

政府无法有效影响州和地方政府的决定。这表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初美国社会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控制空气污染属于

地方事务，应该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处理，联邦政府的干预

只能保持在最低限度。

联邦政府这种极为有限的干预令环保主义者不满。因

为在地方和企业利益的压力下，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官员往往

对广大市民要求采取措施减轻空气污染的呼吁置若罔闻。

环保主义者就只好寄希望于来自联邦政府的压力，以迫使地

方官员采取行动。他们给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写信，希望得到

帮助。佛罗里达州的环保主义者哈瑞特·赖特福特在给当

时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信中，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

联邦政府应该加大对空气污染控制问题的干预力度。她指

出，美国法律对公民生命财产的保护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受到

当地磷酸盐工厂所排放的废气危害的人们，因为这些人“毕

生的积蓄就是他们的土地，但现在这些土地已经因为污染而

变得毫无价值”［１０］。她也描述了佛罗里达州官员对空气污

染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并呼吁联邦政府进行干预。在大多

数情况下，这些信件只能得到客气但冷淡的答复，声称自己

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根据１９６３年的《清洁空气法》，只有在接

到州或地方政府特别呼吁并得到他们合作的情况下，联邦政

府才能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但在环保主义者们的不懈努力和大力推动

下，联邦政府在空气污染控制问题上开始进行越来越积极的

干预。１９６４年，缅因州参议员爱德蒙·Ｓ．马斯基（Ｅｄｍｕｎｄ

Ｓ．Ｍｕｓｋｉｅ）领导的参议院空气和水污染小组委员会举行了

全国范围的现场听证会，探讨为什么美国现有的空气污染控

制措施收效不大，以及联邦政府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提供帮

助。以此为起点，联邦政府在空气污染控制问题上表现出越

来越强烈的干预倾向。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第三次全国空气污

染问题会议上，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翰·加德纳对４０００
名与会者发表演说，尖锐批评各州应对空气污染，对这个“无

视传统州界的问题”没有采取“急需的地方措施”。加德纳在

这次会上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全国空气质量标准和废气排放

标准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在联邦最高层产生了影响。

１９６７年１月，约翰逊总统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提出了类似

的呼吁，同时约翰逊在演说中还主张，以跨州的空气质量区

为基础制定污染控制政策；由联邦政府对汽车燃料中的添加

剂进行登记；还要进一步研究汽车和水电站的废气排放问

题。

联邦政府在空气污染问题上加强干预的倾向，引起了工

业利益集团和保守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直到１９６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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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汽车制造商们仍然努力拒绝让１９６６年型号的汽车在

废气排放方面接受加利福尼亚州的标准（当时这是美国最严

格的标准）。他们声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有必要对汽车

废气排放采取全国性的控制，而且“纳税人把美元花在控制

工厂和家庭产生的污染方面会有更大的收获”。工业界的院

外活动集团在国会内外积极行动，反对按照洛杉矶的模式建

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空气污染标准。用一个汽车工业代表的

话说：“我只听说过狗摇尾巴，还没有听说过尾巴摇狗的。从

全国范围看，洛杉矶仅仅是一条尾巴而已。”［１１］

那些强调州权的保守主义者和不愿削弱自己权力的州

和地方政府，也支持工业利益集团的立场，顽强抵制联邦政

府干预。州和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来避

免联邦政府的干预。１９６７年初，新泽西、纽约和宾夕法尼亚

州在费城召开会议，宣布了建立上述三州空气污染控制委员

会的计划。该计划企图将联邦政府作为与各州政府平等的

成员包括在内，从而防止它以中央政府的身份对各州发号施

令。新泽西州州长休斯在讲话中就明确表达了这个意图。

虽然他勉强承认目前的确存在着加强地区合作的需要，但他

坚决反对建立一个在联邦政府支配下的地区合作。休斯认

为还没有到把空气污染控制的权力从各州手中交出来的时

候。

面对着工业利益集团、保守主义者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

联合压力，联邦政府在空气污染控制问题上的干预受到了极

大地限制。１９６７年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本意是扩大联邦

政府的干预权力，但是由于这些压力集团的抵制，该法案仍

然强调控制空气污染主要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参议院

空气和水污染问题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爱德蒙·马斯基无视

约翰逊总统的呼吁，把制定全国统一的废气排放标准的要求

降低为仅仅对该标准的可行性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在跨

州的空气质量区问题上，马斯基力主将最初的主动权和确立

空气质量标准的责任交给各州，即使州政府无法采取有效措

施，联邦政府也只能在经过漫长的程序之后才能介入。空气

和水污染问题小组委员会所属的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詹宁

斯·伦道夫（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参议员长期以来是煤炭工

业的支持者。为了防止拟议中的关于空气中一氧化硫含量

的联邦标准将煤炭排斥在许多大城市的能源市场之外，他在

该法案中插入了关于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重新考虑一氧化硫

标准的要求，以确保在法案的内容中不会包括这项标准。伦

道夫还强调顾问委员会在指导联邦政策的时候应该反映工

业界的观点，以便政府在制定防治空气污染的政策时能更多

地考虑工业界的利益。

必须承认，最终通过的１９６７年《空气质量法》在扩大联

邦政府干预权力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它的确建立了

一个全国范围的控制空气污染计划的框架，授权健康、教育

和福利部设立范围包括一个或几个州的空气质量区，并对每

一种主要污染物造成的后果进行研究，就污染范围提出标

准。《空气质量法》还规定，在空气污染对人们的生活和健康

构成实质性威胁，而主要污染源在１８０天之内又没有采取有

效措施控制污染的情况下，健康、教育和福利部有权提出诉

讼，要求法庭采取行动。这样就使联邦政府获得了进行干预

的法律武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联邦政府在空气污染控制

领域内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在联邦政府和州与

地方政府的联合努力下，《空气质量法》通过后的几年里，美

国的空气质量有一定的改善。１９７０年某些特定的污染物

（沙尘和煤烟）在空气中的含量下降了２０％，二氧化硫的含

量则下降了６０％ ［１２］。

尽管如此，该法案还是存在着严重不足。它并没有改变

控制空气污染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的传统

思想，仍然给联邦政府的干预设置了重重限制。约翰逊总统

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空气质量标准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确立

全国性废气排放标准的条款也被从《空气质量法》中删除。

这导致《空气质量法》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有效执行。健康、教

育和福利部很难为空气质量区确定污染物标准，在尼克松当

选前，９１个空气质量区里确定了空气质量标准的还不到

２５％，而且在环保主义者眼里，许多标准都过于宽松。显然，

联邦政府对空气污染控制问题的干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尼克松政府强化对空气污染控制的干预
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人们对环保问题的关注日益

加强，要求联邦政府加大干预力度的呼声日益强烈，由此推

动尼克松从一个对环保问题不感兴趣的总统候选人朝着在

环保问题上采取积极立场的总统转变。正是在尼克松总统

任期内，联邦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环保问题的干预

力度，而联邦政府对空气污染控制问题的干预则成为其中的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也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基本解决空

气污染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有利于联邦政府扩大干预的社会氛围是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出现的。１９６９年，《财富》杂志对该杂志每

年列出的美国５００家最大企业中的２７０家进行了一次民意

调查，发现有６０％的受访者都声称环境是“最重要的问题”，

其中提得最多的是交通堵塞、空气和水污染、垃圾处理等问

题。５７％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联邦政府在环保问题上加

强干预，５３％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由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来制定

统一的污染标准。这次民意调查甚至表明，绝大多数的企业

家愿意为了环保而在生产方面做出牺牲。８８％的受访者表

示愿意接受停用新产品的命令，８４％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放弃

增加生产，８５％的受访者表示可以减少利益［１３］。这种民意

上的变化给尼克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正如尼克松的第一任

环境保护署署长威廉·拉克尔肖斯告诫他的那样：“你不能

在环境问题上获胜，但是他们能够用这个问题把你打翻在

地。”［１４］无论是出于连任总统的政治考虑，还是出于治理环

境的现实考虑，都迫使尼克松加大联邦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干

预力度，从而在美国的环境保护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尼克松采取的行动并非在某个特定的领域有限地加强

联邦政府的干预，而是在整个环保问题上重新规划联邦政府

与州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方面的代表性措施就

是１９７０年１月１日通过的《国家环境政策法》，该法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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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质量有重大影响的所有重要的联邦行动”都必须实

现提交环境后果报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并

由一个新成立的环境质量委员会做出评估。对于那些将会

严重破坏环境并且没有任何补救措施的行动，环境质量委员

会有权要求法庭予以终止。这就为总统和联邦政府全面履

行其环保职能提供了法定依据。７月，尼克松又设立了环境

保护署，把“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料处理作为同一个问

题的不同表现形式”加以统一规划［１５］。环境保护署很快取

代了环境质量委员会的职能。在它成立的最初９年内，环境

保护署审查了各部门提交的１１０００份环境后果报告，提出了

１０００多次起诉，有２０％的机构被法院勒令如果不接受环保

署的提议或根据环境后果报告执行就必须停工。环保署的

全职雇员也从最初的７０００人发展到１９８０年的１３０００人，其

活动资金则从１９７３年的５亿美元扩大到１９８０年的１３亿美

元，成为联邦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内进行干预的有力工具。

尼克松政府在空气污染控制问题上加强联邦政府干预

的行动就是在这样的大框架下进行的。他在１９７０年的总统

环境咨文中承认，１９６７年的《空气质量法》“是一个好的开

端，但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缺点”［１６］。尼克松希望在此基础上

更进一步。他的目标是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空气质量标准。

针对汽车废气排放问题，尼克松在咨文中主张对各大汽车公

司的生产线进行污染控制测试，给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５年型号的

汽车规定更加严格的废气排放标准。在１９７０年与莫伊尼汉

的一次谈话中，尼克松说他已经认识到这些行动可能需要花

费数十亿美元，但为了净化美国的空气，他决心接受这一代

价。

１９７０年６月１日，众议院通过了１９７０年《清洁空气法修

正案》。该法案接受了尼克松在总统环境咨文中提出的建

议，在８月份该法案被提交参议院审议时，参议员马斯基又

在其中增加了关于净化空气的最后期限的内容。于是，该法

案的最终版本极大地加强了联邦政府通过环境保护署对各

州的空气污染控制行动进行干预的权力。它规定，各州必须

提出自己的空气达标计划。对于那些环保署认为不满意的

计划，环保署有权在６个月内提出自己的计划取而代之。各

州必须在计划提出后的３年之内保证自己的空气质量达到

初级标准，延期达标的时间不能超过２年。固定的污染源需

要接受各州制定的废气排放标准，其中水银、石棉之类的危

险物质必须达到零排放。环保署有权对违反标准者发出终

止令，并且让司法部对违反标准者提出起诉。对于违反空气

质量和废气排放标准的行为，初犯者将受到每天２５０００美元

罚款或１年监禁的处罚，再犯者将受到每天５００００美元罚款

或２年监禁的处罚。市民有权起诉污染者和违反排放标准

的政府机构，甚至可以起诉未履行责任的环保署长［１７］１１－１３。

这项法案给州和地方政府在控制空气污染的标准和最后期

限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硬性规定，并且赋予环保署监督和处

罚的权力。这样，联邦政府在空气污染控制领域内获得了真

正有效的干预手段。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２日，该法案在参议院获

得一致通过。

１９７０年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不仅引起了工业利益集

团的惊恐，也使尼克松政府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该法案的

内容比尼克松总统环境咨文中提出的建议还要严格得多，这

使得联邦政府一方面担心这个法案会对美国的经济发展造

成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害怕反对这个法案将把联邦政府

置于环境保护运动的对立面，破坏政府形象。政府讨论的结

果是，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建议对该法案进行修改，删去参

议院补充的强硬规定。政府要求做出的修改包括：汽车商在

实现污染排放目标方面的１年延期可以无限制延长，而不是

只能延期１次；搁置汽车商确保其废气控制设施能够有效运

行５年或行驶５００００公里的规定；删去允许各州在必要的地

方制定本州更加严格的汽车污染标准的规定；市民可以起诉

污染者，但不能起诉健康、教育和福利部［１７］１５。这表明，尼克

松政府希望尽可能减少该法案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冲击。接

到联邦政府的建议之后，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进行了讨论，并

且在１２月１８日提出了一项新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除了

少数问题之外，该法案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保留了原来

法案的内容。最终尼克松不得不签署了这项法案，使之正式

成为法律。

１９７０年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与以前的空气污染控制

法案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联邦政府的干预权力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程度，甚至超出了许多环保主义者的希望。该法案

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工业废气和汽车废气造

成的空气污染，美国的空气质量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１９７０
年到１９９０年间，虽然美国的生产规模仍然在不断扩大，但是

烟尘颗粒物污染却减少了近８０％，铅排放量减少了９８％，其

他污染物减少了１／５～１／３。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美国严重

的空气污染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该法案

在通过时，工业利益集团尽管企图进行院外活动加以阻挠，

但是国会却采取了迅速的行动使他们来不及做出反应。这

种对工业利益集团态度的有意忽视表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目标，不再是经济发展的附属

物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联邦政府作为平衡不同需求的

“仲裁者”作用才能最好地体现出来，为它在环境保护领域中

干预权力的扩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在空气污染治

理问题上干预权力加强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它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空气污染问题。按照美国传统的

联邦政府和州与地方政府分权原则，联邦政府的权限仅仅是

处理州和地方政府无法有效处理的事务，并作为平衡各种不

同目标和相互冲突的地方利益的“仲裁者”发挥作用。当人

们仍然把空气污染问题视为地方事务，而环境保护目标仍然

要服从经济发展目标需要的时候，加强联邦政府干预的努力

就会遇到强大而有效的抵抗。只有当人们认识到空气污染

已经越出了州和地方范围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环境保

护也脱离经济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目标的时候，加强联邦政府

干预才变得顺理成章。从这个角度上看，政治体制的改革不

能脱离政治传统凭空进行。美国联邦政府在空气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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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加强干预的过程可以说就是这个原则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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